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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部经济发展的战略
选择、产业结构转换与市场制度变迁

孙　早

　　摘要: 从动态的角度看, 将西部的经济发展过程理解为发展战略选择、结构转换与制度变迁相统一的

过程, 是最恰如其分的。由中央政府国家意志催生出的产业结构与西部市场制度生成缓慢之间矛盾的激

化, 即当西部地区的市场制度无力支撑其独特的产业结构及其演进时, 将致使西部本已处于劣势的所有制

结构、劳动力就业结构调整放慢, 甚至发生逆转, 进而削弱西部的长期发展潜力; 反过来又会威胁到“改善

生态环境”等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这意味着, 经济发展战略的逻辑有可能使中央政府陷入两难困境。这一

结论与现代经济发展是市场制度结果的假说一致。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非分权式”(对西部而言)发展战略

的实施总体上延缓而非促进了西部市场制度的生成及其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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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有关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中, 投入力量最多

的是对中央政府区域发展战略选择问题的分析。这一领域的

理论文献也因此而异常丰富。在繁荣的背后, 一个值得注意

的现象是, 在坚持“初始条件差异决定经济发展绩效差异”的

基本假定下, 理论研究自觉或不自觉的陷入了两难困境: 一

方面大多数研究者注意到市场取向的改革对西部经济发展

绩效的影响; 另一方面他们似乎又更乐意将制度视为一个具

有稳定趋势的常数 (更有人将西部想象成一个新古典主义经

济学的世界) , 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发展战略的具体形式和内

容上, 追求发展战略的可操作性。但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

(地区)经济发展的最新进展和发展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显示,

政府主导型战略的实施与市场制度的生成之间存在着某种

负相关关系。可以认为, 已有研究文献对西部地区长期经济

发展过程的把握是不到位的, 其“寓言式”的结论, 也令人怀

疑。新的发展战略的实施是否会真的带来西部长期发展水平

的改善而非短期增长率的显著提高? 仅凭对发展战略 (政策

变量) 选择本身的规范或实证性研究, 还无法从中得到清晰

答案, 除非我们能够将发展战略选择放到经济结构转换与制

度变迁的动态关系中去分析。因为, 不涉及制度就无法解释

经济增长率之间长期存在的差异 (01son, 1996)。

进一步的看, 目前在国内处于主流地位的市场化改革理

论严重忽视西部地区政治、经济及社会转型过程的特殊性,

没有将其纳入分析视野; 与此同时, 有关西部经济发展的理

论研究也不注重借鉴和运用前者的 (方法)成果。这一缺陷的

存在部分导致了西部经济发展理论研究陷入困境, 人们关于

“西部发展”的知识存量长时间内得不到实质性提高。至今尚

不十分清楚, 在制度变迁不均衡的条件下, 基础设施水平, 人

力资本存量及产业结构等初始条件的差异究竟在多大程度

上创造了东西部地区不同的经济表现。

西部的特殊性在于, 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及生态环境

的脆弱性决定了其自主选择空间范围的有限性。在本文的分

析框架中, 包含着几个基本的立论假说。

第一, 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 中央政府的国家意志将是

决定西部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文献考查表明, 在中国历史

上, 西部的发展从来就没有被仅仅视为一种单纯的经济现

象, 是民族宗教、边防军事、自然生态⋯⋯诸多因素纠缠在一

起共同塑造了西部经济发展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 贯穿

于发展战略始终的中央政府的国家意志起着十分关键的作

用。在西部的发展问题上, 中央政府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 试

图达到什么目标, 应该说是认识西部经济发展过程的基本逻

辑起点。

第二, 坚持认为现代经济发展是市场制度的必然结果。

马克斯·韦伯、罗森伯格和巴泽尔、布劳德及诺斯都强调, 现

代经济发展是市场制度的结果 (杨小凯等, 1999)。有关中国

近 20 年经济发展的经验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从一个长的

经济发展过程看, 地区经济发展的绩效取决于其经济社会制

度的演变能力。中央政府的国家意志与西部市场制度变迁的

矛盾关系, 构成我们理解西部经济发展过程的主要线索。

第三, 分权式发展战略的实施有助于地区市场制度的生

成及其变迁。施蒂格勒提出了关于地方分权的两条公理化的

表述, 即认为地方政府较之中央政府能更好地识别本地公共

产品的偏好, 并且认为地方公民有权对公共产品进行表决。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更靠近信息源。与中央政

府相比, 相互竞争的地方政府能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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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 张维迎和栗树和 (1998)、林毅夫 (2000) 认为, 财政分

权迫使地方政府设法硬化其所属企业的预算约束, 由此引发

民营化运动, 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在中国环境

下, 除去上述含义外, 分权式发展战略在政治层面上, 具有更

进一步的意义。通过对东部地区 20 年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

的考察, 我们还发现, 地方政府在获得财政权力的同时, 也获

得了在诸如“姓资姓社”等敏感问题上的“试错权”, 这对日后

东部市场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事实上, 单纯从新古典主义的逻辑出发, 尝试建构一个

对西部发展过程有着特别解释力的理论模型的努力, 迄今为

止被证明是不成功的。在结构主义看来, 产业结构的现状及

其演变趋势决定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和相应的人均收

入水平。但是, 只有技术进步与制度互动形成的结构变换速

率才会带来总的经济增长速度的“革命性的加速度”(库兹涅

茨, 1999)。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 是以相应的制度变迁

为前提的。本文拟从中央政府国家意志催生出的产业结构与

西部市场制度生成缓慢之间的矛盾出发, 试图在更为一般的

意义上把握西部地区的发展过程。发展战略选择的结果既有

可能推动西部快速、持久的发展, 也存在着损害西部长远发

展潜力的可能性, 尤其是在西部市场制度 (发育水平) 无力支

撑其独特产业结构的情形下。一种多元化的视角将被证明是

有益的。

在本文接下来的部分, 着重分析西部市场制度的生成及

其变迁。一般认为, 中国近 20 年来的制度变迁过程可以从地

方政府的行为中得到有效说明。从地方政府具有相同的 (最

大化) 行为动机假设出发, 发展战略选择构成地方政府最大

化行为面临的 (政治、经济) 约束条件, 即中央政府决定了博

弈的规则, 由此导致了不同的改革与发展绩效。经验地解释

西部地区的制度选择过程, 确切地说, 需要了解过去究竟发

生了什么, 是至关重要的。

二、发展战略的“悖论”: 一种多元化的视角

西部的落后, 是相对东部而言的。这意味着经济快速增

长及其随之而来的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奇迹”并没

有被各个地区均等的分享。早在 1996 年哈佛大学的 J ian、

Sach s 和W arner (1996)的一项研究认为, 1978 年以来中国省

际人均收入增长存在着明显的收敛性。随后林毅夫及蔡日方

(1998、2000) 等人, 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内, 借助

新古典增长理论及内生增长理论模型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中

国地区发展过程中的“趋同”和“趋异”(增长机制)问题。在对

东西部地区大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反复检验的基础上, 得出了

似乎科学的、较为一致的看法是: 在地区发展中, 绝对“Β趋

同”是不存在的, 但存在着“条件 Β趋同”, 即只要控制住影响

经济稳态的变量, 落后地区就有可能在经济增长速度进而人

均收入水平上缩小与先进地区的差距。据此引伸出西部开发

的“人力资本投资战略”、“R &D 投资战略”⋯⋯等。蔡日方等

(2001) 的研究, 做了进一步的总结, 认为东西差距变化的轨

迹作为一种经济现象, 应当同改革和增长联系起来, 同时强

调劳动力市场的扭曲严重削弱了西部为提高经济增长率所

做的努力。应该承认, 这些研究较之以前单纯的规范性研究

的确是大大前进了一步, 但其缺陷亦同样明显。我们注意到,

与此相关的文献基本上均将西部地区视为一个新古典经济

学的世界, 以为只要“人力资本存量、基础设施水平⋯⋯”等

初始条件显著改善, 随着市场的整合, 定会增强人们把握和

利用市场机会的能力, 最终达到提高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

水平的目的。但也有很多经验研究证明, 在一个激励机制存

在严重缺陷的世界里, 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究竟会对地区增

长率的提高做出多大贡献, 尚不得而知。当国有企业比重高

达 50% 以上时, 劳动力市场的扭曲有其必然性。在发展中国

家的经济发展史上,“政策矫正”已被证明是一个狭隘的经济

学概念。

显然, 以上理论研究更多的是告诉人们成功者都做了些

什么, 而对于失败者为何失败则没有提供多少有价值的解

释。正如本文所强调的, 西部的特殊性在于, 它深受中央政府

目标函数偏好顺序变化的影响。无论是 1949 之后, 还是从

1949 年往前看, 中央政府的国家意志自始至终在塑造西部经

济发展的动力过程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离开这一

点, 任何理论都有可能丧失解释力。因此, 将中央政府的国家

意志作为一种约束条件引入到分析框架中, 将在一定程度上

克服新古典模型中约束条件过于简化的弊端。

在公元 600 年左右的大唐时代, 就已有“屯垦戌边”的做

法。在当时, 中央政府视西部地区为抵御外族入侵的第一道

防线, 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并不是第一战略考虑。战略屏障

的稳定与否, 直接关系到广大内陆腹地的安危。到了晚清时

代, 由于人口急剧增长, 经济发展长期不能摆脱“斯密式”的

增长方式①, 出于对人口与资源之间矛盾激化的担忧, 始提出

“移民戌边”, 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被首次提上中央政府的议

事日程。遗憾的是, 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突变, 这一战略并没

有得到有效实施。1949 年后, 西部在中央政府的战略考量中

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建设一个广阔的战略腹地。新中国建

立初期, 基于对中苏、中美关系的考虑, 东南沿海地区成为易

受打击的战略前沿, 大量资本被投入到不能很快增值的西部

地区 (罗兹曼, 1980) , 以建立起一批重化工 (军事国防) 工业。

现在的主流观点通常认为, 中央政府区域战略重心的转移始

于 1978 年。事实上, 从中央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地区分布

的变化看, 西部地区所占比重, 从“一五”时期的 18152% , 一

直到“三五”时期的 33114% , 都是上升的。只是从“四五”时期

才开始下降为 24142% , 之后就一路下降 (详见表 1)。 1972

年, 尼克松访华, 中央政府对国际政治军事形势的判断亦发

生变化, 即认为其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发生了变化。在此

背景下, 西部地区作为战略腹地的地位有所下降。从“四五”

时期开始的基建投资比例下降与此一事件的关系并不是偶

然的。由此, 我们可做进一步推测, 从 1996 年的台湾海峡危

机到 1999 年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紧接着 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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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中央政府提出西部大开发, 二者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程

度的必然联系②。中央政府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的变化, 再次

提升了西部地区作为战略腹地的地位。随着中国的崛起, 美

中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会太一帆风顺, 西部的这一特

殊战略地位极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除去上述因素考虑之外, 以往学术界及政府决策层在理

解“西部落后”这一概念时, 实际上更多的是从公平的角度出

发的。也就是说, 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部, 西部的长期发展滞

后, 对东部仍至全国而言是一个严重的“道德问题”(当然也

会由此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其他问题, 如民族分离主义、社会

动荡等) , 但与其自身的生存发展之间似乎并没有太多必然

直接的联系。主张随时间推移通过“获利者补偿受损者”的逻

辑, 来解决问题。但当沙尘暴频频袭击北京等内陆地区、黄河

断流的时间越来越长时, 中央政府最终认识到, 西部生态环

境的恶化已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顺利推进。我

们不妨认为, 西部的美好是为了东部和全国更美好, 新的协

调发展战略背后仍然有着极为深刻的效率因素。可以肯定,

在中央政府的战略考量中, 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整治可能比

西部地区自身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要重要的多。

表 1 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基建投资的变化情况

一五 二五 1963—1965 三五 四五 五五 六五 七五 八五

西部投资 (亿元)
全国投资 (亿元)
西部投资比重 (% )

10910
58815
18152

25212
1 20611

20191

10113
42119

2410

32315
97611
33114

43018
1 76410

24142

45810
2 34212

19155

58012
3 41011

17101

1 17513
734911

15199

7 81211
61 36410

12173

　　资料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国家财政投资政策》(上) , 载《财贸经济》, 2001 (2)。本处所指西部包括广西、内蒙在
内的 12 个省市自治区, 后表均相同。

　　当东部地区仍处在快速推进工业化之时, 加之错综复杂

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 尤其是在东北、华北石油天然气资源逐

步进入枯竭期的背景下, 西部地区作为中国 21 世纪能源战略

替代地区的角色开始凸显出来。近年来有相当多的研究者认

为, 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西部的能源产品在成本和价格上

的优势将会削弱, 西部应当放弃把能源原料产业作为主导产

业的选择。这只能说明, 人们对于一个雄心勃勃的发展中大国

的内在发展规律缺乏深刻认识③, 它早已超出了单纯意义上的

“收益—成本”的个人主义算计。毫无疑问, 西部地区将继续履

行向东部地区输出能源、原材料的义务。

从中央政府陆续出台的各项支持西部开发的方针、政策

中, 已不难解读出上述战略意图。接下来值得关注的是, 三大

战略目标的实施势必会对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现状及其变动

趋势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 进而影响到整个西部地区的结构

转换。首先, 出于对生态环境的担忧, 在西部发展小水电、小煤

窑、小钢铁及一般意义上的轻加工工业将被禁止或不受鼓励。

换言之, 马克斯·韦伯所谓的“牛身上榨油、人身上赚钱”式的

无节制的低级工业化运动将是不被允许的, 而这正是东部地

区非国有经济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所走过的道路。同时, 技术含

量高的集约化农业将会得到支持。其次, 能源及原材料产业将

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这在中央政府的第十个五年计划中已

得到清晰的表述。提高产业技术含量, 扩大企业规模是必然趋

势。第三, 国防军事工业及其部分重型机械制造、高科技产业

将会得到大力支持, 很有可能会成为西部今后拥有竞争优势

的主导产业群。尽管西部发展特色产业一再受到鼓励, 但我们

至今尚未观察到中央政府向其注入大量资金。在今后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内, 西部地区的产业 (工业) 结构及产业组织逐步

呈现出“重型化、大型化”的基本特征是不可避免的。

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 (近) 现代史上, 一个被普遍观察到

的现象是,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产业结构也

依次发生更迭, 即产业增加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发生变化, 一

次产业下降, 二、三次产业依次上升。库兹涅茨 (1971)、罗斯托

(1958) 等人的研究均表明, 结构因素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

关系。钱纳里等 (1986) 根据 40 多个国家的经验资料, 依照发

展水平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钱纳里—赛尔奎因

标准结构转换模式”, 随后又被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

模式介绍到发展中国家, 用来衡量产业结构状况, 纠正产业结

构偏差, 以促进经济发展。如果按照结构主义的理解, 西部地

区的产业结构存在着严重偏差: 农业产业份额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 工业及第三产业份额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三次产业的

产值比例看, 1997 年全国为: 1817∶4912∶3211; 而西部最发

达的陕西同期为: 2113∶4111∶3117) ; 而在工业内部, 重工业

比重远远超过轻工业比重, 1997 年重工业占整个工业的比

重: 全国为 5713% , 西北地区高达 72%。基于这一现实, 国内

已有许多研究文献尝试着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解释西部地

区的经济发展, 归纳起来, 主要有三种意见: (1) 转向优先发展

轻工业及第三产业; (2) 继续发展重化工工业, 同时加大改造

力度及 (3)与世界新技术革命高潮保持一致, 优先发展高新技

术产业 (廖元和, 2000)。重要的是, 如果西部地区独特的产业

结构现状及可能的演变趋势是在特定环境下的一种必然 (或

唯一)选择的话, 那么这些理论研究就有可能失去其本来的意

义。问题的中心转向,“重型化”及“大型化”的产业结构现状及

其演变趋势对西部地区整个结构转换, 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进

而对西部的长期发展能力将会产生怎样一种影响。很明显, 这

已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结构分析视野。

根据林毅夫等人提出的“发挥比较优势战略”的假说, 由

中央政府决定的产业结构多半是与本地区的资源禀赋结构相

违背的。也就是说, 它原则上不是根据资源禀赋结构决定的比

较优势来选择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像西部地区的重化工工业

及高新技术产业等最终会成为没有“自生能力”的产业。但是,

我们观察到, 在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化的条件下, 通过要素

的自由流动, 不利的要素禀赋结构是可以改变的。可以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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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小步快走”的方式, 逐渐增加资本积累, 以改变要素的禀

赋结构进而改变产业结构的战略, 并非唯一的选择。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 钱纳里就提出了其著名的“两缺口模型”, 指出

一个经济体在两种条件下解决资本要素不足的方式: (1) 封闭

条件下, 采取扭曲的宏观政策等 (同林的假说一致) ; (2) 开放

条件下, 积极引进外国资本。实际上, 中央政府也已意识到, 国

内国外民间资本的流入, 可以弥补其在西部开发中的资金不

足。甚至提出国家前 10 年投入 1 万亿元, 后 10 年再配套引入

10 万亿民间资本的设想。为此, 相继出台了许多对内对外开

放的政策, 如允许在“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巨型项目上, 外

资可以参股、甚至控股, 以鼓励民间资本的进入。至少理论上,

在给定要素自由流动的前提下, 外部资本及技术的流入即使

不能完全改变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 但也可以在很大

程度上减轻它的负面影响。

令人忧虑的是, 在给定不存在产业进入的政策壁垒前提

下, 在“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项目上, 期望之中的外国资本

大量进入的现象一直没有出现。从 1995 年起, 西部地区外商

直接投资的比重就一直下降 (详见表 2)。对此, 主流看法是,

西部地区的投资硬环境及所谓的软环境改观不大。其实, 稍加

留意就可观察到, 自 1999 年下半年以来, 在鼓励民间资本西

进的问题上, 中央政府及西部各级地方政府仍然停留在所谓

的政策承诺阶段, 在发展西部的市场制度上基本上没有大的

作为。从理论上讲, 民间资本的进入与否取决两个标准: (1)利

润和 (2)风险。在落后地区, 相对于商业利润和一般风险而言,

巨额资本更关心其面临的制度性风险和长远利益。在政策决

策过程不规范、不透明, 特别是在政府承诺可信度不高的情形

下, 民间私人资本无法形成稳定预期, 在那些高度依赖专门性

资产的产业中尤其如此。高水平的长期投资是不会出现的。一

项调查研究显示, 中国国内企业, 已经参与中央政府倡导的西

部大开放的比例只有 1114% , 而其中非国有企业只有

1113% ; 打算参与的企业占 45% , 不打算参与的占 4316% , 其

中非国有企业的比例分别为 4512% 和 4315% (详见表 3)。另

外, 大多数参与和准备参与西部大开发的企业选择或准备选

择形式的次序依次为: 市场拓展、技术合作、企业并购、投

资⋯⋯。除去对赢利的前景和中央政府开发西部的决心尚存

疑虑外, 对西部市场制度的发育水平普遍缺乏必要信心是一

个关键因素。如果投资者发现, 他处于不利的地位, 他就能够

采取很多方式来适应这种情况。比如, 耐用资产为相对不耐用

的资产所代替; 非流动性资产为流动性资产所代替; 显眼的资

产让位于可隐藏的资产; 重新把资产置于更安全的地区以便

于外逃 (威廉姆森, 2001)。

大量经验研究 (钱颖一, 2000; 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

1999)表明, 透明的法律体制、政府的可信承诺, 有效的公司制

度及良好的多边信誉机制等构成市场制度核心因素的缺失④,

会造成投资者信心的严重不足。由于西部地区市场制度无法

起到相应的支撑作用, 使得中央政府维持西部“重型化、大型

化”的产业结构的选择余地变小, 国有资本的源源注入似乎成

了唯一现实的选择。尽管从理论上讲, 继续向西部地区的国有

企业注入大量资本是不明智的 (樊纲, 2000)。进一步, 中央政

府从规划到投资的包办行为, 致使西部地区本已处于劣势地

位的固定资产所有制结构、劳动力就业的所有制结构和劳动

力就业的产业结构 (详见表 4, 表 5 和表 6) 的调整周期延长,

甚至有可能发生逆转。据国家计划委员会公布的数据, 2001

年 1—6 月, 全国累计完成投资 11 899 亿元, 同比增长

1511% , 其中, 西部地区投资 1 478 亿元, 同比增长 2818% ; 分

别比东部 (1813% ) 和中产部区 (增长 1918% ) 高 1015% 和

910% , 但国有投资占了 85% 以上。杨小凯 (2001)观察到, 西部

地区几个主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区中, 国有独资、控股及参股的

企业占了一半以上。大量诸如“逆市场调节”之类的反市场规

律的经济现象的出现, 恐怕根源也正在于此。

表 2　　1995- 1999 年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年份
指标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利用外资金额
(单位: 万美元) 187 518 173 579 254 445 235 050 183 977

占各地区外商直接
投资的比重 (% ) 5104 4119 5149 4198 4144

　　资料来源: 根据王洛林、魏后凯:《我国西部开发的战略思路及发
展前景》(载《中国工业经济》, 2000 (3) , 第 11 页) 的资
料整理。

表 3 　企业参与西部大开发情况 (% )

已经参与 打算参与 不打算参与
总体 1114 4510 4316
东部地区企业 1119 4318 4413
西部地区企业 1013 4718 4119
大型和特大型企业 1919 4613 3318
中小型企业 813 4419 4619
国营企业 1115 4418 4317
非国营企业 1113 4512 4315

　　资料来源: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企业经营者宏观经营形势的判
断》, 载《管理世界》, 2001 (1) , 92 页。

从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来看, 大量国有资本进入, 并使国

有企业在西部地区的主导产业群中长期处于绝对多数的地

位, 将损害西部地区调整经济结构, 进而损害推进非农化、城

市化的努力。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固有缺陷, 最终会使得西

部地区的主导产业群成为“没有自生能力”(林毅夫等, 2000)

的产业, 随着全国市场的整合, 西部的劣势地位可能进一步凸

显出来。所谓发展战略的“悖论”, 就在于由中央政府的国家意

志催生出来的产业结构与西部市场制度生成缓慢之间矛盾的

激化, 迫使中央政府继续采用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来推进西

部产业结构调整, 国有资本持续大量存在, 将削弱西部的长期

增长潜力; 另一方面, 如果没有长期稳定的增长、人均收入水

平的显著提高, 西部地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就不可能

得到彻底改变, 反过来极有可能使得中央政府为“改善生态环

境”等战略目标所付出的努力大打折扣。例如, 在西部边远贫

困地区, 如果没有收入水平的实质性提高, 诸如生育观念不发

生根本改变, 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多, 作为农牧民理性选择的必

然结果是, 继续对贫瘠的土地进行掠夺性开垦。这意味着, 经

济发展战略的逻辑有可能使中央政府陷入两难困境。在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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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 不尽快破解“悖论”, 那么我们正在目睹的西部高速增

长的“奇迹”, 就将是一种暂时的经济现象。在坚持现代经济发

展是市场制度结果这个基本前提假定下, 经验地解释西部地

区制度选择的过程, 自然应是题中之意了。

　　表 4 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所有制结构

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比重 (% )

总额 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 个体经济 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 个体经济
全国 28 406120 15 369130 4 192120 3 744144 5411 1418 1312
东部 17 271183 8 772175 2 935192 2 027190 5018 1710 1117
中部 6 701137 3 888190 758124 1 190182 5810 1113 1718
西部 5 202197 3 394169 401171 744187 6415 717 1413

　　资料来源: 李晓西等:《适应西部大开发的所有制结构调整》, 载《中国工业经济》, 2000 (8) , 7 页。

　　表 5 　　　就业分布所有制结构对比表
1988 1996 1997 1998

全

国

总职工人数 (万人) 13 608100 14 845100 14 668100 12 337100
国有部分比例 (% ) 73140 73180 73140 71140
集体部分比例 (% ) 25190 19190 19120 15140

其他 (% ) 0170 6130 7140 13120

东

部

总职工人数 (万人) 6 360143 6 928192 6 839148 6 615149
国有部分比例 (% ) 70130 68140 68130 66140
集体部分比例 (% ) 28130 21190 20180 18130

其他 (% ) 1140 9180 15190 15130

中

部

总职工人数 (万人) 4 824134 5 263184 5 203157 5 050156
国有部分比例 (% ) 73170 77110 76110 72110
集体部分比例 (% ) 26120 19150 19120 17180

其他 (% ) 0110 3140 4160 10110

西

部

总职工人数 (万人) 2 799147 3 376146 3 328192 3 156130
国有部分比例 (% ) 80190 81130 81130 77190
集体部分比例 (% ) 18190 15150 14190 13110

其他 (% ) 0120 3120 3180 9100

　　资料来源: 同表 4。

表 6　　劳动力就业的产业结构对比表 (1997 年)

产业
地区

各产业劳动力的比重 (% )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全国 4919 2317 2614
东部 3616 3113 3210
中部 5018 2212 2710
西部 6215 1418 2717

　　资料来源: 根据 1998、1999 年《中国统计年签》计算。

三、发展战略选择与地方政府
行为: 经济制度内生的解释

　　长期以来, 国内外市场化改革的主流理论始终将东部地

区的经验事实作为考察对象, 基本不重视对广大西部地区社

会、政治、经济转型过程的深入研究。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

框架内, 探讨东部地区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 并将其归结为两

点: (1) 丰富的历史文化禀赋资源, 即东部与西部相比拥有较

为丰富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市场资源。东部地区 20 世纪80- 90

年代的制度变迁与民国时代乃至 18、19 世纪明、清时期的社

会资本存量保持着高度的相关性; (2) 在实施从东到西依次

“梯度转移”的“财政分权”战略条件下, 存在着一个精明强干、

富有创新精神的地方政治企业家群体。然而, 我们却发现,“东

部中心主义”的市场化理论, 在解释西部地区的制度变迁过程

时遇到了严重的理论结论与经验事实不一致的问题。

许多研究文献简单地将西部尤其是西部地方政府的行为

解释成是对东部影响所产生的本能上的反弹, 其理论逻辑自

然延伸的结论是: 西部地方政府观念守旧, 缺乏创新精神。加

之落后的经济基础, 历史文化禀赋资源的相对匮乏, 市场化进

程缓慢是意料之中的。解放思想, 大胆发展民营经济, 让民间

资本代替我们的计划工作者寻找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

成了包治百病的处方。可是, 人们普遍观察到,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 由于财政分权所导致的各地区产业结构雷同这样

一个经验现象, 证明在追求价高利大的一般加工工业上西部

地方政府与其东部同仁一样富有理性; 与此同时, 却又不能清

楚地解释为何在对待非国有经济组织、在涉及到“姓资姓社”

之类问题时, 又变得反应迟钝, 趋于保守了呢? 一个有着特别

解释力的理论, 应当是一个既能解释其富有理性的一面, 同时

又能解释其“非理性”一面的理论。

既然“分权式”的发展战略选择与地方政府行为之间的关

系是理解中国制度变迁的逻辑起点, 那么中央政府分权的初

衷又是什么呢? 应当如何理解它的进一步或者说未曾料到的

影响?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的中国, 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

缘, 中央政府已无力继续包办一切, 在此情形下, 分权既非理

性设计, 也非上边恩赐, 而是摔包袱、分担子, 歪打正着的结果

(张曙光, 1999)。张杰认为, 西部地方政府因为经济基础薄弱

反对财政分权, 但也没有足够的经验证据表明东部地方政府

一开始就热衷于接受“财政分权”的制度安排。张维迎和粟树

和 (1998) 通过一个三阶动态博弈模型, 解释了分权导致地方

政府竞争, 最终促成国有企业民营化。分权使地方政府拥有了

独立的经济利益和一定的经济事物处置权, 中央与地方之间

不再是简单的行政隶属关系, 而是带有相当程度的对等博弈

主体角色。博弈的结果是,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东部地区

的制度变过, 加快了其市场化的进程。

对财政分权与市场制度变迁关系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

但对以分权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选择在政治层面上对地方

政府行为的影响有深入研究的文献却较为罕见。几乎所有理

论文献都把视角固定在“经济分权”上, 过分强调经济利益对

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 而对于“分权”在政治层面上的意义则

注意不够。然而,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 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在

获取“经济与行政”权力的同时, 还获得了以后对东部市场化

改革至关重要的在某些边缘问题上的“试错权”。不妨认为,

1992 年春, 邓小平的“胆子大一点, 步子快一点”的著名谈话,

以及随后的中央高层领导人关于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之类的讲

话, 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东部地区而言的。这种“试错权”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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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怎样一种深远影响呢? 在缺乏一部完整的商业法典、中

央政府仍然保持着巨大的政治权力 (包括突然扭转改革进程

的权力) 的条件下, 对非国有经济来说, 随时都面临着危险

(M on tigno la etal, 1993)。只有被赋予“试错权”, 地方政府才会

有足够的激励去化解中央政府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对非国有

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从而保护了事实上的非国有产权。

如在 1988- 1992 年的治理整顿期间, 由于中央政府对乡镇企

业的发展存有意见分歧, 当江苏省的非国有企业面临的风险

有所上升时, 江苏地方政府及时组成游说团进京游说, 以保证

本省乡镇企业等非国有经济免遭扼杀的命运。地方政府的行

为不仅仅是出于维护其自身独立经济利益的需要, 更重要是

它预期到它的这种行为在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成有所出入时

至少不会招致严厉惩罚, 其支付函数不会发生大的改变。正是

因为有了“试错权”, 中央政府与东部地方政府才有可能在信

息不对称、不充分的前提下, 就某项具体的制度安排 (如进一

步的财税改革)展开博弈。也才有东部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

优惠政策进行大胆演绎, 进一步创新, 甚至能够对权威进行扩

展性的使用。

在近 50 年的时间跨度上, 中央政府的区域发展战略跨越

了两个时间段 (1949- 1978 年, 1979 年至今) , 历经三次变化

(从平衡到不平衡, 再到平衡) , 虽具体内容和形式不尽相同,

但对西部而言,“政府主导”的战略指导思想始终未变。历史地

看, 出于对西部地区脆弱的政治经济平衡的担忧, 历届中央政

府在对待向西部地方政府放权的问题上一贯持谨慎立场, 进

入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情况依然如此。基于历史经验, 中央

政府在西部的改革与稳定两个目标取向上, 更偏好后者。换言

之, 在中央政府看来, 打破西部地区脆弱平衡的任何可能举措

与制度创新可能带来的收益相比, 代价实在太大。在没有被授

于“试错权”的条件下, 西部地方政府会预期, 其积极改革的行

为极有可能招致严历处罚, 即使改革有可能促进其独立的经

济或其他利益, 但却不足以抵消受到处罚带来的损失 (作为

“政治企业家”, 意味着政治资源存量的减少)。采取四平八稳

的方针自然就成了西部地方政府的占优策略了。双方的支付

函数如图 1 所示:

西部地方政府

积极改革 消极改革

中
央
政
府

分权

不分权

·可能的经济利益,
政治资源存量提高
·打破平衡关系

·受到处罚, 政治资
源存量减少
·保持平衡关系

·可能的经济利益,
政治资源存量减少
·打破平衡关系

·政治资源存量不
变或有可能增加
·保持平衡关系

图 1　中央政府与西部地方政府博弈关系支付矩阵

很明显, 中央政府不分权, 西部地方政府非积极改革将是

一组占优策略, 作为一种无意识产出的结果: 西部市场化进程

放慢。

最近的考查表明, 在新的西部开发战略中, 中央政府依旧

集倡导者、组织者与实施者三个角色于一身的情况, 已经开始

对西部地方政府的行为产生微妙的影响。作为“政治企业家”

的地方政府, 首先要保证中央政府的开发计划得到尽可能好

的落实, 以达到提升其政治资源存量的目的; 其次要尽可能争

取资金项目, 以向本地区社会成员显示政绩和增加自身独立

经济利益。给定不分权, 中央政府与西部地方政府就投资项目

和投资金额等在信息不对称、不充分的条件下展开博弈, 方圆

几百公里范围内建有数十个大型机场, 高速公路通车后日车

流量不足 200 辆等现象的出现则是博弈的副产品。用地方政

府的政策规划作为衡量地方政府行为变化的替代变量, 从表

7 中可以看出, 西部地方政府的行为似乎 发生了某种程度的

逆转 (相对此前的改革举措而言)。当然, 其对西部市场化进程

的最终影响, 尚有待进一步观察。

表 7 　　　西部部分省市十五规划情况

内容
省份　　

近期和十五期间要做的事情

甘　肃
完善大开发和快发展的思路; 切实抓好政策落实; 抓
好项目带动

广　西
紧抓工业结构调整; 改善投资环境; 加快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

云　南
发展特色产业; 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 强化基础设施
建设

陕　西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大力改善投
资环境

　　资料来源: 上述各省市人民政府 2000 年 1 月—2001 年 8 月政报。

“试错权”的存在与否, 表明在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关系中,

东部地方政府与西部地方政府面临着不同的博弈规则。不改

变博弈规则, 落后地区的政治企业家是很难模仿成功者的。这

部分地解释了二者在制度变迁中的行为, 以及西部地区相应

的制度选择过程。政府不能决定一个新的制度何时起作用, 但

它却可以决定一种旧的制度何时退出 (林毅夫, 1999)。

四、简要结论及建议

由于所处环境的脆弱性, 与东部地区相比, 西部地区进行

自主选择的空间范围十分有限。这意味着西部地区不可能完

全按照“发挥比较优势”的原则去选择主导产业 (如发展劳动

密集型的产业) , 按照一般意义上的“标准结构模式”去调整产

业结构, 通过“结构效应”去推动经济增长。历史地看, 中央政

府决定的产业结构有其脆弱的一面, 但并没有系统的经验证

据证明这些产业一定会成为“无自生能力”的产业。正如本文

所分析的, 只要坚持以市场制度为基础, 大幅度提升市场制度

对产业结构的支撑作用, 非国有资本大量进入主导产业群, 势

必加快西部结构转换的速度, 使其获取产业竞争优势, 最终实

现稳定、持久的增长。也只有如此, 才能保证诸如“改善西部生

态环境”等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基于此种考虑, 发展西部地

区的市场制度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此:

第一, 至少应把市场制度发展与要素投入放在同等重要

的地位。长久以来, 我们深受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影响, 始

终跳不出“资本、技术决定论”的逻辑框架, 即使某些学者注意

到西部的市场化改革, 也仅仅是简单地用东部的经验来衡量

25



西部的问题, 缺乏对西部地区政治、经济及社会转轨过程的深

刻把握。这种现象已经损害了有关西部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

及其实践。西部的特殊性, 并不表明发展市场制度应被放在次

要地位, 它所揭示出来的是: 在发展市场制度的过程中西部面

临着一些东部不曾遇到过的特殊制约因素。在经济全球化、全

球市场化及全国统一市场逐步形成的背景下, 产业竞争优势

的源泉是良好的市场制度, 而非仅仅依靠中央政府的投入支

持。在这个意义上, 有必要重塑西部战略, 发展市场制度应成

为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所谓的“前 10 年逆市场调节, 后 10

年让市场来发挥作用”, 是一种十足的不切实际的假设, 甚至

是有害的。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

第二, 适当地向西部地方政府“放权”。历次区域发展战略

的实施, 对西部而言均是“非放权式”的, 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

西部市场制度的生成及其变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 西部目

前所处的国际环境是共和国有史以来最好的, 中越、中俄及与

中亚其他国家关系的全面改善, 边界问题基本全部解决, 由于

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 这种相当稳定的边境局势, 预计会维持

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应当有足够的信心对我国西部的国际安

全环境保持谨慎的乐观。其次, 20 年来的改革开放, 除国家经

济实力的提高外, 中央政府及西部各级地方政府在处理新形

势下的民族宗教问题上, 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 充分发

挥西部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的条件已经具

备。应当坚信, 西部地方政府与其东部同仁一样富有智慧和胆

识, 在探索一条具有中国西部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化道路的

过程中定会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 加大力度解决政府承诺可信度低的问题。近几年

来, 西部在发展过程中, 仍继续坚持“政府主导、优惠政策至

上”的价值取向, 令人担忧。奥尔森 (2000)认为, 经济繁荣的条

件是, 一方面对所有个人的权力必须清晰界定并使之具有安

全性, 合约能够公正有效地执行; 另一方面, 不存在对私人权

利的掠夺。实践证明, 政府行为不受到有效规范和约束, 发展

起值得信赖的产权体系和有效执行将是十分困难的。在西部

地区, 如果不从根本上提高政府承诺的可信度, 寄希望于大量

(国内外)民间资本的进入是不现实的。所以, 从发展市场制度

的角度看, 西部开发战略, 不仅仅是一个将某些大型项目优先

放在西部的战略, 同时也应当是一个能够在建设作为市场制

度核心的法律法规体系方面率先取得进展的战略。在司法体

制的改革上, 为约束地方政府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 可考虑在

西北、西南建立跨省区的经济仲裁法庭。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

投资, 使社会成员 (包括政府官员) 尊重立法程序, 使之对法律

产生敬畏感。没有这些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

的, 强行嵌入的正式制度安排将会发生异化, 其疗效大打折扣。

市场制度的生成与发展战略选择之间的关系是微妙而复

杂的, 一方面市场是排斥政府主导的; 另一方面从西部地区的

现实出发, 市场制度的变迁又必须在中央政府主导的架构内

进行, 因为西部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必须由国家

作为实现单位的过程。

注释:
①主要指依靠市场扩大, 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协作水平提高推动经

济增长的方式, 相对于依靠技术进步和物质资本积累的新古典增长方

式而言, 很难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的困扰。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 历
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性》, 1～ 90 页,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7。
②将中国工业、尤其是某些重型机械、石化工业能力的 80% 以上

摆放在数千公里的沿海地带, 在新的国际政治军事形势下, 是不明智
的。除去建设战略腹地的考虑外, 新的西部开发战略还包含有如下信

息: 从一个大国经济安全的角度出发, 中央政府试图扭转国内经济过
分依赖美国市场的局面。

③从 1993 年起, 我国就已成为石油资源的净进口国, 据估计到
2010 年左右石油缺口将达到 1 亿吨以上, 对中国这样一个与西方国

家有着不同意识形态的 (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 完全依靠从波
斯湾等海上通道进口石油, 是极不现实的。

④国内目前存在一种理论误解, 认为市场化就是发展私人部门和

改变资源配置方式, 而不是重点发展市场制度 (法制、信誉机制)。事实
上, 这种认识严重误导了西部的市场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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